
文体备于何时
———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

陈民镇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于何时，向有异辞。中国早期文体围绕三代礼乐文

明展开，而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战国时期经历了“文体的突破”，中国古代文体框架初

现轮廓。秦代的文体史地位在过去认识不足，乃至于有 “秦世不文”的定位。从出土

文献看，秦代不但有一定数量的诗赋作品，还涌现了名目繁多的官文书文体，可谓

“官文书文体备于秦世”。之所以说文体“至东汉而大备”，正在于两汉兼取战国与秦代

的文体创获，从而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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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体之“备”，指的是文体的形态与种类

在哪一阶段得以完善、赅备，亦即在何时确立后

世文体的基本体系与框架。六朝之际，主要文体

的文体形态基本定型，且已出现较为系统的文体

论，因而我们讨论“文体备于何时”，比较的对象

主要是六朝的文体框架。对于文体备于何时的问

题，前贤提出了多种看法，或谓备于战国，或谓

战国文体不备，或谓备于东汉，不一而足。传世

文献业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是我们认识中国古

代文体框架确立途径的基础。

一 “其时文体不备”抑或 “至战国

而后世文体备”

章学诚认为“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与此

相对的是，有学者认为 “其时文体不备”①。章氏

此说是在论“诗教”时提出的: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至战国而后 世 之 文 体 备。……战 国 之 文 章，

先王礼乐之变也。然独谓 《诗》教广于战国

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

专门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

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 后世

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 《诗》教于斯可谓极

广也。②

章氏的 论 述 有 几 点 需 要 注 意。首 先 是 “文

体”。章氏并非专论文体，所谓的 “后世之文体”，

亦非 指 后 世 的 文 体， 而 是 指 “后 世 之 文”的

“体”。“后世之文”是相对 “六艺之文”“战国之

文”而 言 的， 指 战 国 以 后 的 文 章。而 所 谓 的

“体”，虽然也有文体的意义，但更主要是文学之

体，指文学的体制与性质③。章氏举出 《文选》诸

体多源自战国之文，如将班固 《两都赋》、张衡

《二京赋》等京都赋追溯至苏秦、张仪纵横六国之

辞，将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 《羽猎赋》推源

到《战国策》中安陵从田、龙阳同钓的故事，诸

如此类，“以征战国之赅备”④。何诗海认为章氏论

《文选》诸体时主要着眼于内容，而很少涉及文体

形态，故其论证时有牵强、片面之处⑤。事实上，

文体形态本身并非章氏关注的重点，他强调的是

战国之文作为六艺之文与后世之文之间的过渡，

从内容、形 式 到 功 能 都 对 后 世 之 文 产 生 了 深 远

影响。
其次是“文”。与刘师培强调韵文的狭义文学

观相比⑥，章氏笔下的“文”内涵相对较广，既包

含偶语与韵语，也囊括文学性较弱的文本。虽然

章氏讨 论 的 是 广 义 的 “文”，但 他 也 极 为 注 重

“文”的审美特征与情感特征。章氏之所以尤其强

调“诗教”，出于战国是纵横之世的认识，纵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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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要求对言加以文饰，诗教便为其基础。战国之

世的这一特点，又为“辞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章氏认为 “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

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⑦，除了经义、传记、
论辨这些“经学不专家”“史学不专家”“立言不

专家”的产物，战国之后的 “文集”均属于 “辞

章”。
最后看章氏的文学发展观。章氏文学发展观

的基本理路是“道→六艺之文 ( 周官旧典) →诗

教→战国之文 ( 子史 /著作) →后世之文 ( 文集 /
辞章) ”，虽然也强调六艺之文是诸子及文学的源

头，但与一般的 “文章原出五经”说和 “诸子出

于王官”说相比，章氏之说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具有更宏观的视野，将 “文”之演变纳入长时段

的考察，不拘泥于某一具体文体的溯源，并将战

国之文作为中间环节打通六经与后世之文之间的

限域; 具有更丰富的层次，虽然认为战国之文出

自六艺之文，但强调诗教为其枢纽; 将文学的发

展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对现象的背

后导因做深层次的开掘。
章氏认为战国之前没有专门的、私人的著述，

而是“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记录

由王官所执掌。但到战国之际，著述涌现: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

相传 以 口 耳，而 孔 孟 以 前，未 尝 得 见 其 书

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

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⑧

“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是章氏学术史思

想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古代封建阶级制度的根本

崩坏是在春秋晚期，“士”阶层发生激烈的震荡⑨，

这是与礼乐文明的衰落相一致的。随着 “旧法世

传之史”式微，“道术将为天下裂”⑩，曾经作为文

化主体的 王 官 与 卿 士 风 光 不 再，处 于 流 动 中 的

“士”活跃于历史舞台，一个彰显个人情志的时代

逐渐到来。
某种程度上，章氏是强调 “文体出于王官”

论的，王官确乎奠定了中国早期文体的基础瑏瑡。伴

随着礼的 动 摇 与 转 向，由 三 代 王 官 确 立 的 文 体

( 主要是“诗”“书” “祝”三系) 开始摆脱礼的

束缚，有了新的发展与分化、互动与渗透，一些

新文体因而得以在旧壤上滋生。
在礼乐崩坏的背景下，“诗”系文体逐渐与礼

乐剥离，自觉的文人诗创作成为可能，在此基础

上又衍生出“不歌而诵”的辞赋，作为纯文学的

“诗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早期的诗以四言为

主，在脱离礼乐之后，句式也不再受到束缚，既

有延续四言体的 《橘颂》 《李 ( 桐) 颂》以及荀

子赋，也有句式更为多样化的楚歌以及见于 《荀

子》和睡虎地秦简的成相体，甚至已有五言诗等

诗体的萌芽瑏瑢。《汉书·艺文志》云: “春秋之后，

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 《诗》之士

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

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

义。”瑏瑣 谓 辞 赋 之 作，盖 由 于 诗 之 没 落。楚 辞 以

“兮”和其他虚词将四言体中的二言、三言、四

言、五言等基本词组连缀成长句，提炼成三种基

本节奏音组瑏瑤，从而完成了由诗到楚辞的转型。但

脱胎自诗的楚辞仍留有诗乐的尾巴，如其乱辞本

是乐曲体制的构成。上博简所见 《桐颂》《有皇将

起》《鹠鷅》《兰赋》属于楚辞或赋，此类文本在

安大简中也有发现瑏瑥，当时辞赋的流行情况超乎我

们的旧有认识。这些楚辞类文本呈现了屈原时代

甚至前屈原时代辞赋的早期面貌瑏瑦，既可窥及楚

辞、赋体的祖源，也可以梳理出它们与 《诗经》
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弥足珍贵。上博简、清华

简、马王堆帛书所见诸多黄老著述，基本上是韵

文瑏瑧，同样对赋体有重要启发。
至于“书”系文体，一方面，曾被赋予无上

威权的“壬言”逐渐黯淡，与此同时，真正意义

上的文书行政机制开始形成; 另一方面， “立言”
的权力由王者延伸到一般的士人，“王若曰”转变

为“君子曰”“子曰” “孟子曰”之类，“语”类

文献以及诸子论说文得以涌现。刘勰将 “诸子”
概括为“入道见志之书”瑏瑨，强调 “道” “志”为

诸子争鸣的中心，并揭示其 “立言”的旨趣。刘

勰突出某些著作之“文”，如 《列子》 “气伟而采

奇”、《淮南子》“泛采而文丽”，也指出某些著作

之“质”，如《墨子》“意显而语质”瑏瑩。
“祝”系文体在战国时代也有新的发展。一方

面，“东周以降，祭礼未沦”瑐瑠 ; 另一方面，“春秋

以下，黩祀谄祭”“礼失之渐也”瑐瑡，战国时代的社

会与思想都经历急剧的转型。在此背景下， “祝”
系文体在方术盛行的时代氛围中被赋予了新的生

命。战国秦汉简帛所见巫祝之辞一概为韵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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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某些韵部，如押阳部韵以及与阳部相关的韵

部。这些祝辞通常配合具体行为，为巫术或祭祷

仪式服务。属于祭祷的祝辞，往往伴随祭品的陈

设和投掷，用语相对典雅; 属于巫术的祝辞，则

涉及顺势、触染、厌胜等巫术方法瑐瑢，用语相对鄙

俚。它们仍有着沿承自王官的烙印，是早期 “祝”
系文体的延续与发展。如除了以 “号” “呼”引

入，还常 用 “祝 曰”“祷 之 曰”，可 见 其 “祝”
“祷”性质。再如此类祝辞常用拟声词 “皋”，亦

见诸《仪礼·士丧礼》《礼记·礼运》等典籍，这

是巫术仪式中经常呼叫的一种声音瑐瑣，在 “王官时

代”的礼典中已现端倪。巫祝之辞对文辞的追求，

确乎启导了后世的诸多文体，与 “文学出于巫祝

之官”论相呼应。
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叙事文本的兴起，

较之原先“诗”“书”“祝”三系文体为主、围绕

礼典展开的文体框架，无疑是一大突破。中国古

代的 “叙 事 传 统”相 对 薄 弱，而 且 兴 起 较 晚瑐瑤。
“五经”之中以 《诗》 《书》 《易》 《礼》为早，

《春秋》相对晚出，并非偶然瑐瑥。从战国文献看，

战国之世叙事作品 ( 主要是史书) 趋于繁兴，如

《左 传》《国 语》中 的 部 分 内 容、清 华 简 《系

年》瑐瑦、战国楚简多见的楚王故事瑐瑧以及西晋出土的

《竹书 纪 年》等瑐瑨。与 甲 骨 卜 辞、青 铜 铭 文 乃 至

《春秋》相 比，这 些 战 国 时 代 的 文 献 “言”与

“事”趋于交融，篇幅增大，表现手法、题材以及

形式都愈加丰富。 《孟子·离娄下》提及晋之

《乘》、楚之 《梼杌》与鲁之 《春秋》瑐瑩，《墨子》
佚文载“百国《春秋》”瑑瑠，《墨子·明鬼下》亦述

及周、燕、宋、齐 等 国 《春 秋》瑑瑡，可 见 当 时 与

《春秋》类似的文献并不在少数。如果说 “春秋”
一开始是“天子之事”瑑瑢，那么官学下移使得列国

与士人都有撰述 “春秋”的机会。 “春秋”所记

“其事则齐桓、晋文”瑑瑣，《孟子·梁惠王上》亦提

及“齐桓、晋文之事”瑑瑤，即指东周以来的诸侯代

兴，这也是《系年》等史籍的共同主题。据 《史

记·秦本纪》，秦文公十三年 ( 前 753) “初有史

以纪事”瑑瑥，谓秦国有纪事的史书始于春秋时期，

稍早于《春秋》开始的年限，正反映了一种时代

现象。
总之，在战国之世，记言与记事之间、大传

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瑑瑦，赋予了文体互动

及分化的更多可能性。“王官时代”奠定的 “诗”
“书”“祝”三系文体，已然演变为诗赋类、论说

类、文书类、叙事类、祝辞类等几大类，中国古

代文体的大厦已经初具规模。就此而论，“至战国

而后世之文体备”谅非虚言。
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限制，战国

时期实用文书的种类尚无法与秦汉相比瑑瑧。即便是

诗赋的具体种类，与汉代相较也是相形见绌。如

若将战国的文体与后世的文体在数量和种类上加

以衡量，章氏的说法自然存在较大问题。但战国

之世所确立的格局，已经蕴含后世文体的主要基

因，中国古代文体的框架初具轮廓，文学观念也

初步自觉。所谓的“轴心时代” ( Axial Age) 瑑瑨，是

“哲学的突破” (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的时

代瑑瑩，同时也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框

架瑒瑠，故也可以说是“文体的突破”的时代。

二 从 “秦世不文”到 “官文书

文体备于秦世”

《文心雕龙·诠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

“秦世不文。”瑒瑡有学者便断言 “秦代无文学”瑒瑢，全

面否定秦代的文学。随着秦简牍的不断发现，一

些文学史家也注意发掘秦简牍的文学史价值，强

调出土材料改写了志怪小说、赋、家书等文体的

历史，对“秦世不文”论予以辩驳瑒瑣。“秦世”是

“文”抑或“不文”，既需要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

也需要 结 合 传 世 文 献 与 出 土 文 献 对 “秦 世”之

“文”予以客观的、历史的评价。
首先看“秦世”。刘勰所称的 “秦世”，当是

就朝代意义上的 “秦”而言的，而不是泛指秦国

或秦文化。以 “秦世”指涉秦朝，文献习见，如

《大戴礼记·保傅》云: “秦世所以亟绝者，其辙

迹可见也。”瑒瑤 《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 “荀

卿丑秦世之坑儒。”瑒瑥 “秦世”均就秦朝而言。一般

认为，秦朝始于始皇帝二十六年 ( 前 221 ) ，终于

公元前 207 年秦王子婴投降。不过若以东周王权覆

灭算起，秦朝的历史要追溯到秦始皇之前。秦昭

襄王五十一年 ( 前 256 ) ，秦灭 “西周”，周赧王

贬爵为君，《史记·六国年表》的周纪年自此而

终。秦庄襄王元年 ( 前 249 ) ，东周君谋秦，秦庄

襄王命吕不韦为大将，执东周君而归，吕不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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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吕氏春秋》即以此为周秦交替之年瑒瑦。因

此，“秦世”最大限度而言，始于公元前 256 年，

终于公元前 207 年，而以赵正也就是原来的秦王

政、后来的始皇帝的统治年限为中心。
在“秦世”的时间范围内，其文化政策至少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吕不韦当权期

间，有感于秦国文化相对薄弱，“以秦之强，羞不

如”瑒瑧，从而广泛延揽人才，集大成的《吕氏春秋》
即为该阶段的结晶; 第二阶段以吕不韦被罢黜为

标志，秦国的文化钳制政策升级，从而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瑒瑨。
我们再来看“不文”之 “文”。“文”的意涵

极为丰富，在《文心雕龙》中也具有多义性。《文

心雕龙》中的 “文”既可指文采、韵文，也可在

此基 础 上 涵 括 相 对 来 说 缺 乏 文 采、不 入 韵 的

“笔”。“秦世不文”是在 《诠赋》一篇中述及的，

其下一句是“颇有杂赋”瑒瑩。因此，刘勰是在讨论

属于韵文的赋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在语境中所

谓的“不文”之“文”指的是文采、韵文。“秦世

不文”在 《文心雕龙》一书中的本义，即指秦代

缺乏有文采的韵文。
刘勰并没有完全否定秦代的文学成就，他在

《诠赋》中 称 “颇 有 杂 赋”，在 《明 诗》中 言:

“秦皇灭典，亦造仙诗。”瑓瑠它们均属于 “文”。但

相对于“秦世”之前以及其后的西汉，显然是过

于苍白的。刘勰强调的是 “秦世不文”与 “秦皇

灭典”，所谓“杂赋”与“仙诗”不过是秦世荒芜

的文学园地中不起眼的点缀而已。 《诠赋》所谓

“杂赋”，著录于 《汉书·艺文志》的 “诗赋略”，

称“秦时杂赋”，凡 9 篇，在“荀卿赋”之下。但

“秦时杂赋”并未流传下来，其究竟是何等模样，

已难以 质 言。在 “杂 赋”之 下，则 有 “成 相 杂

辞”，睡虎地秦简发现有成相体的文本， “秦时杂

赋”虽未归入 “杂赋”之中，但极有可能是四言

体或成相体瑓瑡。秦代之诗，《史记·秦始皇本纪》
提及的“仙真人诗”亦不可睹，除了民谣之类并

不完全可靠的文本，鲜有作为。就这一层面而言，

“秦世不文”的断语并不为过。
但秦简牍为我们提供的 “秦世”之 “文”足

以更新我们的认识: 睡虎地秦简 《为吏之道》、岳

麓秦简 《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秦简 《从政之

经》、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均以典雅的四言为

主，不少思想合乎儒家的旨趣瑓瑢，《为吏之道》还

附有成相体的韵文瑓瑣 ; 北大秦简所见 《善女子之

方》全篇文句多押韵，《公子从军》 《隐书》 《饮

酒歌诗》则见及诗赋的直接材料瑓瑤 ; 居延汉简、阜

阳汉简、北 大 西 汉 简 等 均 发 现 有 秦 人 所 编 字 书

《仓颉篇》，四言一句，隔句为韵，每章一韵到底，

系韵文的形式; 秦简牍 《日书》中的不少祝辞，

也都是韵文。而著名的秦刻石，也是严谨的四言

韵文，三句一韵，颇为整饬。 《仓颉篇》与秦刻

石，均沿承了 《诗》的体制，形式典雅，二句为

韵，几 近 于 诗。可 见， 秦 代 并 不 缺 乏 有 韵 之

“文”，只不过这些韵文往往是为王权以及吏治服

务的，如《为吏之道》等宣扬吏道，《仓颉篇》等

便于官吏学习文字，功利性极强。至于北大秦简

所见诗赋类文献，则无疑是属于“文”的。
秦人与戎狄杂处，偏居西陲，但据秦公 1 号大

墓残磬铭文，秦人自称出自高阳瑓瑥，高阳一般认为

是颛顼。据秦公簋 ( 《集成》4315) 铭文，秦人自

认为“鼏宅禹迹”。新出的清华简 《系年》，表明

秦人自东方迁至邾圉瑓瑦，更多继承商文化。至少从

文化认同看，秦人是以 “诸夏” “中国”自居的。
加上毗邻宗周之地，秦国的宫殿、宗庙、礼典等

较多受周文化浸染瑓瑧，故在礼乐文化方面并不算落

后。“文”有一个重要的义项是 “礼”，有论者认

为“秦世不文”之 “文”指礼乐文化瑓瑨，但置诸

语境，难以成立。当然，秦人无礼之说在战国汉

初颇为流行瑓瑩，不过这是相对而言的，春秋时期秦

国的礼乐文化并非乏善可陈。 《诗经·国风》有

《秦风》十首，著名的石鼓文亦记录春秋晚期秦诗

十篇瑔瑠，秦地出土的有“乐府”字样的青铜钟及封

泥说明汉代以前已有乐府之设瑔瑡，岳麓秦简见及

“乐人”的记载瑔瑢。秦地发现的礼器、乐器多受周文

化的影响，彼时“灵音鍴鍴雍雍” ( 秦公及王姬鎛

钟) “厥音鍴鍴鎗鎗” ( 55 凤南 M1: 517 磬铭) ，不

可谓“不文”。《左传》《国语》均记载秦穆公赋诗，

秦公子絷被时人誉为“敏且知礼”瑔瑣，他们对礼乐的

熟稔较诸中原人士不遑多让。新出的清华简 《子

仪》，更是记载了秦穆公宴请子仪的乐舞仪典瑔瑤。
但秦地赋诗之风仅限于春秋，出土秦礼乐器

也基本限于春秋早期与晚期。商鞅变法的一个重

要方面便是废除原先的礼乐文化，《商君书·靳

令》以“礼乐” “诗书” “修善、孝弟” “诚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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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廉” “仁义” “非兵、羞战”为 “六虱”瑔瑥，遂

“燔《诗》《书》而明法令”瑔瑦。为此，一些言必称

《诗》 《书》的保守贵族据理力争瑔瑧。经过商鞅变

法，秦人逐步以“法”取代“礼”，礼乐文化得到

淡化瑔瑨，秦始皇“焚书”则是其极端化的发展。而

放眼六国，春秋时期的赋诗之风同样不复存在，

因此秦国由“文”转向“不文”，既有秦文化的自

身特征瑔瑩，有本国文化政策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历

史总体趋势的反映。
若从广义的 “文”，亦即同时包含 “文”与

“笔”的“文”来看，“秦世”之 “文”在文学史

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秦简牍所见大量的文书类文

献，即属于“笔”。1975 年底睡虎地秦简发现于湖

北云梦，其后饶宗颐等根据这些材料探讨秦代文

学瑖瑠。但很长一段时期内大陆学者对此缺乏关注瑖瑡，

甚至于不少讨论秦文学的论著完全无视出土材料。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除了秦代文学传世材料的

匮乏，还在于 “秦世不文”近乎作为 “常识”而

深入人心。在一些文学史的通论性著作中，秦代

文学往往缺席或者分量极小瑖瑢，严可均辑 《全秦

文》也不过一卷规模，收录作者 16 人瑖瑣。鲁迅于

《汉文学史纲要》中称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

已”瑖瑤，后来的学者讨论秦代文学时多沿承该书的

框架。
目前所见秦简牍内容可大致归纳为牒书、质

日、语书、律令、行政文书、户籍、账簿等档案、
道里书、数书、技术书、占梦书、卜筮之书、日

书、祝辞、病方、丧葬文书、书信、女教、诗赋

十八类。如此丰富的内容，是过去我们难以想象

的，秦代文学显然不是一无是处的荒漠地带。众

所周知，秦始皇三十四年 ( 前 213) 采李斯之议焚

书，即著名的 “挟书令”。李斯认为儒生厚古薄

今，妄言时政，会对秦王朝不利，因而他提出了

一系列文化钳制的措施，包括禁绝 《秦记》之外

的史书，以及博士官职掌之外的 《诗》《书》及诸

子。至于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则不在毁

弃之列。需要指出的是，“挟书令”并没有提及诗

赋类的书，过去论者普遍想当然地认为它们也在禁

书的范围内，但从出土秦简牍看则未必如此，诗赋

仍有一定的生长空间。所谓“焚《诗》《书》，诛僇

文学”瑖瑥，这里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学术，

而非今天所说的文学。

秦简牍多见律令和行政文书，因其缺乏文学

价值，文学史家避而不谈。过去引起文学史家注

意的主要是以下几种文献:

1. 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李学勤主张其为

志怪故事的滥觞瑖瑦，文学领域的学者大多在此基础

上直接认定其为志怪故事瑖瑧。北大秦牍所见 《泰原

有死者》瑖瑨，文体与其相近。虽然它们在内容上与

六朝志怪故事有一定联系，但就文体而言，它们

应为一种特殊的丧葬文书瑖瑩。
2. 睡 虎 地 秦 简 《为 吏 之 道》所 见 成 相 体。

《为吏之道》第 5 栏有韵文 8 首，内容仍是官吏行

为规范，体制则一反四言体，转为类似 《荀子·
成相》的成相体。作为韵文，它自然属于 “文”。
但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为了便于官吏诵

记，使之成为铭刻于心的不二守则。
3. 睡虎地 4 号墓出土木牍家书。系士卒 “黑

夫”与“惊”写给“中”的信，三者为同胞兄弟。
作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书信实物，具有独特的价值。
这两封家书用语浅白，如“定不定”“急急急”诸

语，语体极富特色。
从文体的角度讲，上述文献虽然出现了小说

等文体的影子，甚至也有韵文，但实质上仍属于

文书性质 ( 包括官文书与私文书) 。 《为吏之道》
所见成相体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这与 《汉志》
著录“秦时杂赋” “杂赋”之下有 “成相杂辞”
可以合观，秦代存在一定数量的杂赋值得肯定。
而近年入藏北京大学、尚未完全披露的一批秦简，

更为秦世之文提供了直接佐证。北大秦简 《善女

子之方》总体上是韵文，《公子从军》引述多种逸

诗，《隐书》有“隐书”自题 ( 见 《汉志》“诗赋

略”著录) ，《饮酒歌诗》则是秦代歌诗的实例。
北大秦简可以反映 “挟书令”施行后的情况，秦

虽然禁止《诗》《书》及百家语，但并未说禁止诗

赋之类。总之，出土文献可以验证传世文献的记

载， “秦世不文”大体可信; 但它又是相对而言

的，战国时期出现的新文体仍得到一定的延续和

发展，若非北大秦简的发现，我们不能想象秦代

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诗赋类文献———这也是出土文

献随机性的体现。
此外，秦王朝为官文书文体规范所做出的贡

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称 “官文书文体

备于秦世”亦不为过。也正是由于秦王朝在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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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文体方面的推进，中国古代文体框架才趋于完

整。这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确立了中国古代官文书文体的体 系。
官文书文体是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秦 “以吏

为师”，目前出土简牍的秦墓，墓主人基本为中下

层官吏瑘瑠，他们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主体。如果说

三代王官为文体的初肇及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么秦汉官制的变革则标志着文体围绕礼和王官

展开的时代彻底终结。适应秦帝国的政治体制，

名目 繁 多 的 文 书 类 文 体 开 始 涌 现瑘瑡， 如 “制”
“诏”“奏”“请”“对”“律”“令”等，它们成

为串联秦帝国各级行政机构的纽带。汉承秦制，

则在整体上继承并发展了秦朝的官文书文体，中

国古代官文书文体的体系至此确立。
其二，规定了各类官文书的文体名称。 《史

记·秦 始 皇 本 纪》载 秦 并 天 下 之 后 以 “命 为

‘制’，令为 ‘诏’”瑘瑢，里耶秦更名方也记载 “承

命曰承制”“授命曰制” “以王令曰以皇帝诏”瑘瑣，

可见秦朝确实对官文书的文体名称做了一系列的

规定。任昉《文章缘起》云: “诏，起秦时。”瑘瑤张

守节《史记正义》云: “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

之。”瑘瑥均强调制、诏自秦始。除了下行文，上行文

的文体名也同样有新的规定，如 《文心雕龙·章

表》云: “秦初定制，改 ‘书’曰 ‘奏’。”瑘瑦 《文

章缘起》云: “上书，秦丞相李斯上始皇书。”瑘瑧谓

“奏”“上书”源自秦代。秦简牍中，“× 律”“×
令”之类以体命篇的形式极为普遍，官文书的文

体区分是 有 意 识 的，而 这 又 是 基 于 政 治 职 能 的

区分。
其三，规定了中国古代官文书的程式。我们

所见到的早期官文书，如“命”“诰”诸体，除了

有“王曰”“王若曰”这样的标志性词汇，鲜有具

体的体制规定。秦朝则以行政命令规定了一系列

文书用语，如臣子上书称 “昧死言”，即出自秦

制，据《独断》: “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 ‘昧

死言’。”又云: “王莽盗位，慕古法，去 ‘昧死’
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瑘瑨这在秦汉简牍中可

以得到验证瑘瑩。据里耶秦更名方，秦王朝对官文书

用语进行了巨细靡遗的规定。秦简牍所见律令，

均有格式可寻瑝瑠。此外，里耶秦简发现了一批即时

性文书，其文书格式与用语亦值得重视瑝瑡。秦简牍

所见诸如 “守” “主” “敢告某主” “当腾腾”
“告”“谓”“敢言之”“手”“如律”等文书常规

用语，都是秦代官文书制度化的明证。
其四，规定了官文书的运行制度。睡虎地秦

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律》云: “有事请也，必

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瑝瑢秦代 “文书行政”，事

无巨细，均通过文书沟通。从秦简牍所见 “行书

律”看，当时官文书的运行制度已甚严密，君臣

之间、各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高效而频繁。正如

李均明所指出的: “从秦汉简牍中才始见之传递文

书是上令下达，下情上报的手段，于国而言，又

如人身之血脉神经，须臾不可或缺，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瑝瑣从里耶秦简的材料看，当时文书的收文

时间精确到时分瑝瑤，文书传递的时间要求至为精

细。《秦律十八种》云: “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

写其官之用律。”瑝瑥官吏需要对自己抄写的法令负

责，此外每年得到御史处校雠律令，即 《秦律十

八种》所称“岁雠辟律于御史”瑝瑦。
其五，规定了官文书的载体形制。秦朝所开

创的“文书行政”，同样对文书载体形制有所规

定。岳麓秦简见及关于简牍长度、字数的制度:

“尺二寸牍一行毋过廿六字，尺牍一行毋过廿二

字……御史 上 议: 御 牍 尺 二 寸，官 券 牒 尺 六 寸。
制曰: 更尺一寸牍牒。”瑝瑧这里出现了一尺二寸、一

尺、一尺一寸不同尺寸的牍瑝瑨，并规定了相应的字

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书写制度。过去我们

对简牍的长度关注较多瑝瑩，对宽度认识不足，岳麓

秦简也记载了宽度的规定: “用牍者，一牍毋过五

行，五行者，牍广一寸九分寸八; 四行者，牍广

一寸泰半寸; 三行者，牍广一寸半寸。”由此可见

书写行数与宽度的互动关系，弥足珍贵。睡虎地

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载: “令县及都官取

柳及木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 无方者乃用版。
其县山之多菅者，以菅缠书; 无菅者以蒲、蔺以

枲箾之。各以其获时多积之。”对载体材质也做了

具体规定。
秦并天下，不但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

伦”，还致力于推进 “文同体”，这一点向来为人

所忽视。“文同体”主要体现在官文书方面，事实

证明其不但是行之有效的，而且直接为汉朝所继

承，奠定了中国古代官文书文体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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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东汉而大备”与中国古代文体

框架的确立

如果说不少学者对章学诚 “至战国而后世之

文体备”之论尚有疑虑，那么 “文章各体，至东

汉而大备”这样相对保守的观点想必不大会遭致

过多质疑。此说至迟可以追溯到清人包世臣:

文体 莫 备 于 汉，唐 宋 所 有，汉 皆 有 之，

且有汉人所有而唐宋反无者。

胡朴安亦指出:

战国时策士高谈雄辨，抑扬顿挫以逞辞

锋，反覆譬喻以达意旨，文之萌芽实始于此。
然篇名未立，体裁未备。文之缘起当溯源于

两汉之世。( 《论文杂记》)

文章 体 裁 至 西 京 备 矣，彦 升 言 之 最 详:

“高文典册用相如，飞书羽檄用枚皋。”不仅

备体，且有能独擅其体者。( 《读汉文记》)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的论述显然

更耳熟能详:

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

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

刘氏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 “文章各

体”备于何时，二是“辨别文体”源于何世。
汉代文体之所以能够“大备”，无疑是建立在

前代成就的基础上的，与其对三代大传统的继承

分不开，亦与其对楚、秦文化的继承分不开。
首先是对三代大传统的继承。汉朝前期崇奉

道家，继而“独尊儒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延续

了三代大传统。六经是三代大传统的结晶，也是

儒家的基本经典。在儒家定于一尊的情况下，汉

代经学大炽，这一方面使先王圣典得到更为广泛

的传播，六经成为文体演进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

面，经学也束缚了文体观念的进一步发育，即便

是文体论自觉之后，“文章原出五经”这样的看法

也无疑有经学本位的深刻烙印。
其次是对楚文化的继承。楚文化与汉文化有

密切的联系，汉朝初肇的前半个多世纪，丰沛元

从集团居于核心地位，因而汉文化不可避免受到

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一方面，与楚文化有密切关

联的黄老道家成为汉初文化的主流，这在马王堆

帛书中有突出的反映，而黄老著述对连珠、对问

等辞赋体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楚地

辞赋也为汉人所继承，并由此发展出汉赋。楚文

化不但在文化取向上深刻影响了汉文化，还直接

奠定了汉代诗赋类文体的基础。
最后看对秦文化的继承。众所周知，汉承秦

制，但论者多就政治制度而言，实际上在官文书

文体方面，汉朝也总体上继承了秦朝的 “文书行

政”。《论衡·别通》便指出: “萧何入秦，收拾

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

御天下。”秦统一六国之后规定了一些官文书的文

体名，如“命为 ‘制’，令为 ‘诏’”，这为汉朝

所继承，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策书与戒敕。
秦朝所规定的一些文书用语和用字规范，也被汉

朝总体继承。《独断》云: “汉承秦法，群臣上书

皆言‘昧死言’。” 《汉书·高帝纪》 “昧死再拜

言”之下，张晏注云: “秦以人臣上书当言昧犯死

罪而言，汉遂遵之。”可见西汉臣子上书自称 “昧

死”，即承自秦朝。再如秦简牍中常见的 “敢言

之”等用语，在汉代官文书中仍极普遍。汉律令

多因袭秦律令，如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的内

容，很多可以在秦简牍中找到依据。
可见，汉代文体之 “大备”并非偶然，而是

建立在“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与 “官文书文体

备于秦世”的基础上的。汉代文体最终集其大成，

并续有开拓。
汉兴以来，辞人迭出，朝野上下对文字艺术

的珍视，刺激了文体的革新。汉代文体分化的一

个重要途径是不同文体间的交互渗透，如楚辞与

散体赋的互动、辞赋与诗的互动、叙事文本与诗

赋的互动等等，句式的借鉴与丰富、结构的凝固

与重组、虚词的运用与减省、主题的移植与扩展

使文体的多元化成为可能。除了延续屈原赋的楚

辞、承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反映帝国气象的汉大

赋，当时的辞人还创造出对问、七体和连珠等形

式。枚乘《七发》在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北

大汉简《反淫》亦属于“七体”，是我们进一步认

识“七体”的重要材料。北大汉简 《妄稽》和

尹湾汉简《神乌赋》属于俗赋，具有浓郁的民间

色彩，类似的还有敦煌汉简中的韩朋故事，反

映了汉赋更为多元的发展路向。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俗赋具有介于大传统小传统之间、以说唱为

形式、具有主观的虚构意识等特点，为中国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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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且与古小说的发生关系

密切。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但也有其他体式的萌

芽。及至刘汉，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也开始

集中出现。五言诗是在东汉以后愈趋成熟的，逐

渐取代了 “文繁而意少”的四言古诗，遂居 “文

词之要”。七言诗在成相体和字书中已肇其端，

“兮”的省却是骚体向七言诗过渡的关键，敦煌

汉简所 见 《风 雨 诗》若 去 掉 承 自 骚 体 的 语 气 词

“兮”，亦可视作七言诗。但成型的七言诗与五言

诗一样，在东汉时期才真正出现。一方面，汉代

诗人的“作者”意识进一步彰显，诗歌的体制趋

于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得到空前的强化; 另

一方面，除了庙堂之诗与文人之诗，民间诗歌也

开始兴起，一改先秦诗为上层所垄断的局面，投

映出更为广阔的世俗世界。
除了诗赋类文体，论说类、叙事类文体也有

进一步的分化。在战国诸子的基础上，汉代论说

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子书往往书成

众手，而随着汉代 “作者”主体性的增强，出现

了《新语》《新书》《春秋繁露》《盐铁论》《白虎

通义》《论衡》《新论》等个性鲜明的论著。
汉代的文书类文体总体上承自秦代，但又做

了进一 步 的 完 善 与 拓 展。以 诏 令 文 书 为 例，秦

“命为 ‘制’，令为 ‘诏’”，汉代则细化为 “策

书”“制书”“诏书”“诫敕”四体，在格式、用

语的规定上愈趋规范。据 《文心雕龙》，这是 “汉

初定仪则”的产物，即汉高祖五年 ( 前 202 ) 叔

孙通制定礼乐，“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可

见其承秦而又有所变。
值得注意的还有载体的多样化。两汉时 期，

简牍仍为书写材料的主流，但纸已经出现，并日

渐普及，简牍、纸的交替对文体乃至思想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载体多样化的一个结果是文

体的多样化，因为有的文体是直接建立在载体基

础上的。碑作为文体名，本身便是从载体发展而

来的，碑文所附铭辞常是四言韵文，甚至是五言

诗的形式 ; 再如汉代铜镜盛行，铜镜上的铭文往

往是韵文，有三言、四言、六言、七言等多种形

式，较具文学价值 ; 再如汉代流行的画像石题

铭、刚卯题铭、墓志铭、告地书等，可见文字书

写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存在，新文体亦藉此催生。

如果说“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至两汉尤

其是东汉则是灿然“大备”，一个文体高度繁荣且

趋于自 觉 的 时 代 已 经 到 来。据 《后 汉 书·文 苑

传》，东汉文人创作所涉及的文体已颇近 《文心雕

龙》诸书的文体框架。徐师曾于 《文体明辨序说》
中指出“自秦汉而下，文愈盛; 文愈盛，故类愈

增; 类愈增，故体愈众”，并强调 “体愈众，故辨

当愈严”，“辨体”正是文体论的先导。《四库全

书总目》亦指出: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

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

备，故论文之说出焉。”认为汉末“体裁渐备”是

文体论发生的基础。随着文体的增多、辨体的深

入，对文体的分类与归纳也愈加严密，自觉的文

体论成为可能。从目前的材料看，至迟在东汉末

年已有较成熟的文体论，以蔡邕的 《独断》 《铭

论》为代表。
总之，汉朝接过楚文化的衣钵，延续儒家尚

“文”的旨趣，一扫“秦世不文”的阴霾，同时又

整体继承秦朝官文书的体系，从而使汉代文体呈

现出 全 面 的 兴 盛。尤 其 是 东 汉 以 降，“文 章 繁

矣”。在前代的基础上，两汉文体兼容并蓄，续

作开拓，并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的

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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